殖民初期澳大利亚对女流放犯的处置探析

宋严萍

内容摘要：澳大利亚殖民初期，英国政府先后押送大约26,000名女罪犯抵达澳大利亚。这些女流放犯到达澳大利亚后，与男罪犯一起为殖民地的开发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英国盛行“家庭天使”的女性观、古典犯罪学理论以及殖民政策的不完善，这些女流放犯遭受了“非人道”的待遇：她们被迫与自己的亲人分离，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忍受着殖民地官员、军官，甚至男罪犯的性剥削，还有世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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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流放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女性移民，也是澳大利亚殖民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澳大利亚开发初期，她们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初到澳大利亚，她们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目前有关澳大利亚女性流放犯的研究只有王志茹的“浅析澳大利亚开发初期女性流放犯的历史作用”和贺鹭的“南十字星下的女性‘拓荒者’——浅析女性流放犯在澳大利亚开发初期的历史作用”两篇文章。本文主要探究澳大利亚女流放犯的处境，亦即当时澳大利亚殖民官员和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特别是男性移民对这些女流放犯的态度和处置。由于资料所限，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

英国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城乡社会动荡，所以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英国犯罪急剧增多。据统计，18世纪末英国仅伦敦就有115000人是靠犯罪而谋生的。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北美大陆已经不可能再作为英国的罪犯流放地，英国境内大量的罪犯只能被囚禁于船上，停泊在泰晤士河面。1786年，内务大臣悉尼正式宣布澳大利亚的植物湾为英国新的流放犯殖民地，1787年，阿瑟·菲利普船长率领押解犯人的“第一舰队”驶向澳大利亚
。从此，澳大利亚成了英国的“越洋监狱”，开始了流放犯殖民地时期。据估计从1787年到1868年的80年中，约有162000名英国流放犯被送到澳大利亚，其中包括部分女流放犯
。各年度的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

1787—1868年英国送往澳大利亚罪犯统计表

	         年份

	男性流放犯
	女性流放犯

	1787年—1800年
	6040
	1441

	1801年—1820年
	18823
	3237

	1821年—1840年
	76535
	12492

	1841年—1868年
	33743
	9046


从上表的数字中，我们可以计算出1787年到1868年间大约有 26，216名女罪犯来到澳大利亚，约占全部来澳罪犯的16%
。大约在19世纪20—60年代，是女流放犯来澳的高潮期。这些女流放犯，分别来自英国的不同地方，既有英格兰人，也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根据统计，将近一半（47%）的女流放犯出生在爱尔兰；43%出生在英格兰，还有大约9%出生在苏格兰
。通常女流放犯的年纪相对较轻，一般是20多岁，绝大多数是单身。“这些妇女平均比男人们（男罪犯）大一岁，大约是27岁，大部分是单身，其中已婚妇女最多不超过34%，其中还有人是寡妇。”

这些女罪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女性移民。从整体上说，她们是一个真正的边缘群体：她们中有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成为政治犯被流放，有的是由于未婚生子或者通奸而被流放，其中十分之六在被判处流放之前有过犯罪记录；大约五分之一承认在被捕时是全职或者兼职妓女
。但是大部分人只不过是由于偷窃或者更加轻微的罪行而被判到七年以上徒刑而流放的。据统计超过80%的女流放犯是因偷窃而被流放的，而且通常偷窃的数目非常小
。 她们被流放到偏远生僻的澳大利亚，是因为当时英国社会流行的古典犯罪理论坚持对犯罪以处罚为主，许多轻微犯罪也处以较重刑罚所致。
在澳大利亚殖民初期时期，男性和女性流放犯之间的比例相当悬殊。1878年到1823年，约有24698名男性流放犯和4399名女性流放犯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被运送到澳洲，其中男性高达85%，而女性只有15%
。1820年以后，男女的大致比例依然是4：1
 。所以，在澳洲男女比例不平衡成为一个严重的现象。众所周知，没有恰当的男女比例，就不可能保证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带来不道德的混乱的男女关系。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将大批女囚流放到澳大利亚，因此1820年以后，女性罪犯更多地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女流放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或者在女犯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被军官或看守领回家做情妇或者女佣，或者嫁给那些男罪犯，操持家务、繁衍后代。

二

这些女流放犯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就戴着罪犯、特别是女性罪犯的标签，承受着当地自由殖民者鄙夷的眼光，遭受着不公正、甚至是非人的待遇。

首先，女流放犯在澳大利亚自由殖民者眼中是罪犯。她们与男性罪犯一样，是被当作道德垃圾、瘟疫，从英国流放到偏远、生僻的澳大利亚。到达澳大利亚后，她们就与男性罪犯一起被监管并且强迫参与殖民地的基础开发和建设，承担了开发殖民地的工作，是当时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788年，当流放犯一踏上这片荒芜的南方大陆，就面临着修建住所和建桥铺路的繁重工作。当男囚犯们挖土、浇砖、造房、架桥之时，女囚们也忙着收集大量牡蛎贝壳并将其烧成石灰，或者是将羊毛和泥巴混搅在一起，为修建房屋和铺路提供了最基本的原料
。之后，殖民当局专门兴建了一些“女子工厂”，实际上是专门用来关押女囚犯的监狱。1804年，第一个女子工厂建于新南威尔士，以后许多“女子工厂”陆续建立起来。女囚的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工厂往往只有一间长长的房屋，妇女们在里面制作细绳、缆绳，梳理羊毛和纺织，房屋的末端生有一个火炉供女囚们煮饭，房间里没有床，晚上她们就睡在羊毛堆上
。女囚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变动：“起初劳动一整天，1796年规定犯人可以每天为自己劳动一段时间，1800年又规定每周一至五劳动9小时，周六劳动5小时，1810年又进一步改为每天从日出劳动到上午8时，再从上午9时劳动到下午3时。”
 不仅如此，女囚们还经常受到体罚，如在脖子上锁上重重的铁项圈，或者鞭挞。

其次，因为女性流放犯是女性，她们还受到性别和身份的双重歧视。在殖民地开发初期，澳大利亚男女比例悬殊，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将更多的女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并鼓励她们与男流放犯结婚，建立家庭。正如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督阿瑟·菲利普所说，他要求更多的女囚流放到澳大利亚，并不是为了让她们充当劳动力，而是希望女囚能与当地剩余男性结婚，以生育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自由民
。所以女囚抵达澳大利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男囚犯提供婚姻的配偶，组成家庭、生育后代，安定社会秩序。为此阿瑟·菲利普还为已婚罪犯提供一块土地和一定的自由劳作时间
。鉴于一些罪犯在英国已经结婚，政府甚至允许已婚的流放犯在与其配偶分离7年以后再婚，即使对方依然健在。女囚们不久也意识到她们在新南威尔士能生存下来的最好方法就是依附一个男人，以寻求他的保护。所以，罪犯们是乐于结婚的，尽管婚姻对女囚来说纯粹是谋生的需要，但是她们很少有选择的权利。通常都是男人挑选她们。例如当时的“女子工厂”也就是殖民地主要的婚姻市场，女囚们穿上粗糙的裙子装扮好，排成一排站在工厂内，等待男人来挑选。每个男人手中拿着围巾或者手绢，如果看中哪个就把它拴在女囚的脚上，这样他们的婚姻关系就立即生效了
。这些参与挑选妇女组成家庭的男性一般都是罪犯，那些殖民官员和士兵是不屑娶这些女流放犯的，因为男人们视这些女囚为堕落的妓女，宁肯与其同居，不肯结婚。据有关统计，截止1828年，女囚中只有42%的人结了婚，多数没有能结婚
，而那些未婚的女囚在这个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的社会中，只能出卖自己的肉体来维持生活。
第三，由于女性流放犯是女性罪犯，所以她们得不到女性的尊严，甚至得不到任何做人的尊严。殖民地时期，缺少女性一直是官方头痛的问题，殖民当局甚至鼓励下属到太平洋的岛屿劫持一些妇女，为此还引起了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男女比例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秩序问题，第一任总督阿瑟·菲利普甚至公开提出：“为了解决女性极度缺乏的问题，允许女囚卖淫。”
因此每当载有女犯的船靠岸时，首先是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然后是水手，最后是罪犯都有权利到船上去领一个女人回家做仆人或情妇
。而一旦这些官员、军官、自由民的家眷来到殖民地，这些女犯就会被赶到大街上，无处容身，最后沦为妓女
。还有一些没有被男罪犯选中做妻子的女流放犯，为了生存，也只有卖淫为生。娼妓的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委身于男人，以性活动来取悦男人换取生活费用，因为在贫瘠、荒凉的殖民地，妓女是女性除了婚姻之外唯一可以扮演的角色。她们或者选择与人姘居，或者公开卖淫；而遭受男人蹂躏的她们还要遭受社会的谴责、人们的歧视。如果带有私生子，境况就更加凄惨。由于殖民时期卖淫现象的普遍存在，在当时人们心中，女囚总是和色情是牢不可分的，她们经常被描述为“粗俗的夏娃”和“私生子的制造者”
。在一些“女子工厂”，设置了“托儿所”，专门照看工厂中女流放犯的私生子女。

三
最初抵达澳大利亚的女性流放犯之所以承受了当时殖民者，特别是男性殖民者不甚公正的待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19世纪英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女性是在家中相夫教子、护卫道德的“家庭天使”，独立的女性都是遭受排斥的，更不用说犯罪妇女了。1867年的《星期六月刊》刊载文章对“家庭天使”作了非常明确地描绘：“她是丈夫永远的朋友和伴侣，而非他的对手；她以丈夫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她会将他的房子、他的家以及其他方方面面都安排妥当。她是慈爱的母亲、勤勉的家庭主妇。”
因为当时社会为女性设定的生活目标是做“丈夫温顺的妻子”、“孩子爱戴的母亲”、“仆人尊重的主人”，所以那些走出厨房和客厅，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往往都会被猜测是精神失常，甚至要背上“坏”女人的名声，因为她们是独立的。在1831年的英国妇女指南中，斯坦福夫人这样写到：“独立是非女性化的，是违背自然，也是触犯众怒的。”
当时社会对独立女性的态度如此，对女性犯罪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女囚们在审判前为自己辩解时，却被看作是“说谎者，或者是穿裙子的下流者。”
英国民众甚至认为，看到这些女囚比看到那些街上的醉鬼，或是那些当众亵渎上帝的人还要感到震惊和害怕。因此，女囚的流放被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能使英国远离犯罪，能更好的保护英国。
其次，19世纪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古典犯罪学理论，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法理学理论直接影响了当时人们对罪犯，特别是女罪犯的态度。在杰米里·边沁看来，政府的职责是为了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犯罪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人们认为应当禁止的行为。”
既然犯罪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人们应当禁止的行为，那么它的存在就严重侵犯了共同体成员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就有权对犯罪者予以刑罚惩罚。按照功利原则，只要惩罚所排除的恶大于惩罚本身的痛苦，惩罚就是善的。只有当惩罚是没有根据的，或无效的，或成本过高，或不必要的时候，惩罚才是真正恶的
。而且边沁认为法律应该是预防犯罪的一种有效和经济的手段，主张刑罚的确定要使施加的痛苦大于犯罪行为可能引发的快乐。因此当时英国的法律对犯罪的处罚相当严厉，人们普遍将罪犯视作社会的渣滓，没有挽救的希望，也不曾做挽救的努力。
第三，澳大利亚殖民地开发时期，移民政策不健全。澳大利亚最初是作为罪犯流放地而开发和殖民的，1786年，英国内务大臣悉尼正式宣布澳大利亚的植物湾为英国新的流放犯殖民地。所以澳大利亚殖民初期，除了一些殖民官员和士兵、牧师外，基本上都是罪犯移民。在从英国出发到澳大利亚之前，殖民官员与罪犯就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到澳大利亚以后，自然还是沿袭了这种关系。

总之，澳大利亚殖民初期，由于英国移民政策的不完善，英国“家庭天使”的社会观念和以惩罚为主的犯罪理论，导致殖民地官员对那些从英国本土到来的女罪犯处置不当，既有经济上的剥削，也有观念上的歧视，甚至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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